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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态协同的湾区城市群生态与城镇网络格局构建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阳慧园１，修　 晨１，∗，黎丽莉２，叶有华１，陈俞霖１，朱文铧１

１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广州　 ５１０２２５

２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广州　 ５１０２２５

摘要：协调生态网络格局与城镇网络格局是实现城市群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湾区城市群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经济

活力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单元，但其生态与城镇发展的协同问题日益凸显。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例，通过综合运用形态空

间格局分析、景观格局指数、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等方法确定生态源地和经济社会源地，识别生态廊道和交通廊道，构建湾区城市

群区域的生态与城镇双网络格局，探讨双网络格局空间关系与干扰情况，最后提出湾区城市群跨区域生态协同的建议。 结果表

明：（１）提取生态源地 ３０ 个，总面积 ２１２０５．０ ｋｍ２，经济社会源地 ４２２ 个，总面积 ７６２９．３５ ｋｍ２，生态廊道、交通廊道总面积分别为

８５０６．９８ ｋｍ２和 ４５６２．１１ ｋｍ２，共同构成了外环形生态屏障和城镇发展内循环网络；（２）生态关键点 １０１１ 个、生态干扰点 ７５２７ 个，
对其进行针对性修复和保护可显著改善生态连通性；（３）识别研究区具有源地协同、流域协同和滨海协同等三种生态协同类

型，并提出了构建城市群跨区域生态协同模式框架。
关键词：生态网络格局；城镇网络格局；空间主成分分析；跨区域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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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优化国土空间发展结构的重要载体，
但不断扩张的城镇用地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 根据 《广东省环境质量公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的黑臭水体数占全省黑臭水体总数的 ６３．２％，城市群剧烈人地交互过程导致跨界性和区域性污染问

题［１］。 因此，城市群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从整体生态协同保护和修复的宏观角度提出措施，以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人类福祉［２］。 ２０２０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

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通知中指出“应实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网络。”因此，从面向生态协同的角度，开展湾区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及优化，对于协调湾区国土空间

生态保护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网络是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围绕生态空间开展生态源地、廊道、节点识别与网络格局的构建过

程［３］。 合理的生态网络有助于扩大生境面积、增加生境斑块间的功能联系［４］，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是保

障城市与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网络格局构建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

践研究，研究内容和方法日趋成熟，研究空间范围涉及市域、省域、流域和城市群区域尺度［６—１１］。 构建区域性

生态网络格局，系统识别生态源地、构建生态阻力面、提取生态廊道和节点，探讨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变化对

区域生态格局的影响，逐渐成为当前生态网络研究热点［１２］。 围绕这一领域相关学者开展诸多研究，如运用

ＭＳＰＡ 方法［１３］、景观格局指数、景观连通性评估［１４］、生态敏感性和生态重要性［１５］ 共同识别生态源地；ＭＣＲ 模

型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利用主观赋值法构成的阻力面生成生态廊道［１６］ 等。 然而，目前多数研究停留于对生态

网络格局的现状识别层面，鲜有学者从跨区域角度开展生态网络构建过程中生态协同问题的探讨，较少通过

构建生态与城镇双网络格局，综合考虑分析双网络的空间关系角度，探讨城市群区域中究竟存在哪些生态协

同需求，以及不同城市、区域间应该采取怎样的生态协同策略等。
综上所述， 如何构建湾区生态和城镇双网络格局，以及如何进一步考虑湾区城市群中不同城市间的生态

协同策略？ 是构建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优化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为例，通过综合运用形态空间格局分析（ＭＳＰＡ）、景观格局指数、最小累积阻力（ＭＣＲ）模型等方法确定生

态源地和经济社会源地，结合生态廊道、交通廊道、生态节点等识别，构建湾区城市群区域的生态网络格局与

城镇网络格局。 研究双网络格局的空间关系与干扰，探讨湾区城市群跨区域生态协同的建议，为广东省和其

他湾区城市群区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优化提供依据与技术支撑。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北纬 ２１°—２５°，东经 １１１°—１１６°之间（图 １），包括珠江三角洲 ９ 个城市、香港和澳门的

城市群区域，总面积达 ５．６ 万 ｋｍ２。 全区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水热资源丰富，平均气温约为 ２１．９℃，多年平

均降水量达到 １９２９．８ ｍｍ。 地形地貌主要包括低山、丘陵和三角洲平原，同时还拥有河岸、海滨、森林和农田

等多样的生态景观。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总人口约为 ８６３０．１１ 万人，ＧＤＰ 突破 １４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１．９７ 万亿美

元），是中国经济活力最强、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湾
区经济的快速腾飞，也让生态本底面临破碎化，城市生态压力剧增［１７］。 因此，为了实现湾区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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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其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特征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交通网络数据、全国 １—５ 级河流空间分

布数据等。 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参见表 １。 以上数据是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平台进行合并和裁剪后得到的，选择

３０ ｍ×３０ ｍ 作为栅格数据文件的像元大小，投影方式统一为 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Ｚｏｎｅ＿５０Ｎ。

表 １　 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ｏｔｅｓ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ｎａｍｅ

数据产品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格式
Ｆｏｒｍａｔ

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粤港澳大湾区县级行政区划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广东、香港、澳门县界数
据集（２０２０ 年）

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 ｓｈｐ １ ∶１００ 万

土地利用栅格数据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ａｓｔｅｒ ｄａｔ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地表
数据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 ／ ） ｔｉｆ ３０ｍ

交通网络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２０ 年 全 国 道 路 交 通
数据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ｓｈｐ —

全国 １—５ 级河流
数据 Ｒｉｖｅｒ ｄａｔａ

全国 １—５ 级河流空间分
布数据集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ｃｏｍｍｒｅｓ．ｄ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１００Ｗ）

ｓｈｐ １ ∶１００ 万

ＤＥＭ 数据
ＤＥＭ ｄａｔａ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３０Ｍ 数字
高程模型

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ｉｆ ３０ｍ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数据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ａｔａ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自然保护
地边界数据

广东省林业局 ｓｈｐ —

　 　 ＤＥＭ：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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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网络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网络遵循“识别源地⁃构建阻力面⁃提取廊道”的研究范式［１８］。 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

（ＭＳＰＡ）、景观格局指数、景观连通性等方法识别源地；再通过空间主成分分析构建阻力面；最后使用 ＭＣＲ 模

型和重力模型方法提取生态廊道、叠加生态要素得到生态节点等共同构建生态网络。
２．１．１　 生态源地识别

生态源地是构建生态网络的重要基础，是生物多样性维持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区域［１９］，选取面积较

大、景观优势度高和景观连通性良好的生态斑块作为研究区的生态源地。
首先，运用 ＭＳＰＡ 方法识别生态斑块，选取土地利用数据中的耕地、林地、草地、灌木地、湿地作为前景文

件，赋值为 ２，其他值则作为背景，赋值为 １，导出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二值栅格图。 使用 Ｇｕｉｄｏｓ Ｔｏｏｌｂｏｘ ２．８ 的八邻

域分析方法进行 ＭＳＰＡ 分析，边缘宽度设置为 ９０ ｍ，对核心区、孤岛等 ７ 类景观类型要素的运算结果进行统

计（表 ２） ［２０］，其中核心区类型作为面积较大、完整性较高的斑块，适合作为生态斑块进一步分析［２１］。

表 ２　 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景观类型的生态学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生态学意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核心区 Ｃｏｒｅ 指生态效益良好、面积较大的生境区域。

孤岛 Ｉｓｌｅｔ 指相互之间没有连接且面积较小，功能单一的岛状斑块，能反映研究区斑块的破碎情况。

桥接区 Ｂｒｉｄｇｅ 指连通前景区绿地斑块的桥梁，起到促进绿地斑块中物质流动的作用。

环道区 Ｌｏｏｐ 指帮助各景观要素相互进行生态活动，对物种的较长距离迁移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边缘区 Ｅｄｇｅ 指核心区与非生境斑块的过渡区域，具有边缘效应，防止核心区受到其他外界因素影响。

孔隙区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指核心区内部的非生境斑块，是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间的过渡区域，无生态效益，却能阻碍核心区的发展。

支线 Ｂｒａｎｃｈ 只有一端与其他景观要素相连。

其次，景观格局指数作为分析区域内景观变化的重要指标，可以分析区域内景观格局的空间演变。 选取

景观破碎度指数、形状指数、优势度指数等（表 ３），使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 软件，将提取得到的生态斑块栅格数据导

入［２２］，筛选出景观优势度高、稳定性好的斑块作为核心生态斑块进一步分析。

表 ３　 景观格局指数及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景观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说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破碎度指数 斑块密度（ＰＤ） 单位面积斑块数。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ｒｉｃｓ 边缘密度（ＥＤ） 单位面积上边界长度。

形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 将景观的总边界长度除以景观面积的平方根，然后乘以校正系数。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 景观中最大斑块的面积占景观总面积的比例。

聚散性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ｒｉｃｓ 蔓延度（ＣＯＮＴＡＧ）

用于衡量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的空间分布是否呈现出非随机性或聚集性。
较高的聚散性指数表明某些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具有良好的空间连接性，而
较低的值则可能暗示景观的破碎程度较高。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ｔｒｉｃｓ

多样性指数
（ＳＨＤＩ） 揭示景观的异质性，对不同斑块类型在景观中的非均衡分布敏感度较高。

最终，景观连通性可以有效判断景观斑块之间的连通性，识别重要的生态源地。 选取斑块重要性指数

（ｄＰＣ）用于评价景观连通性，基于 Ｃｏｎｅｆｏｒ Ｓｅｎｓｉｎｏｎｄｅ ２．６ 软件进行景观连通性评估，选择面积大于 １０ ｋｍ２的

２５０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核心生态斑块进行详细分析［２３］，边缘宽度设置为 ３０ ｍ，考虑研究区内的包含有多个省级自然保护区、近海与

海岸湿地及国家保护动植物。 选取焦点物种辅助选择距离阈值，根据已有研究中黑脸琵鹭和白鹭等水鸟的觅

食半径不超过 ５ ｋｍ［２４—２５］，一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和两栖爬行动物的平均扩散范围在 ０．５—１ ｋｍ［２６—２７］，分别设

置扩散距离阈值为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ｋｍ 共 ８ 种情景，连通概率设为 ０．５，观察不同距离阈值下

单个生态斑块面积及其重要性值的变化情况［２８—２９］。 通过对比分析，最终确定 ５ ｋｍ 作为距离阈值。 根据斑块

重要指数（ｄＰＣ）计算结果，筛选出 ｄＰＣ 值排名前 ３０ 的核心生态斑块，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结合自然保护区边界

数据进行检验与叠合，识别出研究区生态源地。 公式如下：

ｄＰＣ ｉ ＝ １００×
ＰＣ－ＰＣ ｉ－ｒｅｍｏｖｅ

ＰＣ
（１）

式中，ＰＣ 值代表了在所有斑块都存在时，景观整体可能的连通性指数，ＰＣ ｉ－ｒｅｍｏｖｅ指在缺少斑块 ｉ 后，剩余斑块

组成的景观可能的连通性指数。 因此，当 ｄＰＣ ｉ值越高时，就说明缺少该斑块时，整体的可能连通性指数变化

量大，表示该斑块在景观连通中的重要性越大。
２．１．２　 生态廊道提取

阻力因子的权重分配是准确表示区域整体阻力的重要环节。 为了提高权重的客观性，选取空间主成分分

析（ＳＰＣＡ）来确定阻力因子的权重。 该方法结合了主成分分析和空间分析的优点，可以消除由于因子间存在

的潜在相关性而导致的信息冗余，并能综合分析数据的空间特征［３０］。 阻力因子选取土地利用类型、坡度、海
拔、距水源距离（选＞１ｋｍ２ 面积的）、距道路距离等指标，参考相关文献［３１—３２］，将指标划分为 １—５ 级，阻力因

子值越小，抵抗外界干扰能力越强，生态安全水平越高（表 ４，图 ２）。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对各阻力因子的栅格数

据进行 ＳＰＣＡ，得到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及主成分载荷矩阵，用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表示每个因子的权

重（表 ５、表 ６）。 最终，将各因素的加权总和作为 ＭＣＲ 模型的成本数据得到生态阻力面。

表 ４　 生态阻力评价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评价因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单位
Ｕｎｉｔ

阻力值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１ ２ ３ ４ ５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 耕地、林地 草地 灌木地 湿地、水体 人造地表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５ ５—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 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 ５００

距水源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ｋｍ ＜０．５ ０．５—１ １—１．５ １．５—２ ≥２

距铁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ｋｍ ＞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 １

距高速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ａｙ ｋｍ ＞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 １

距国道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ｋｍ ＞ ５ ２—５ １—２ ０．５—１ ＜０．５

距省道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ｋｍ ＞ ５ ２—５ １—２ ０．５—１ ＜０．５

表 ５　 主成分的特征值及其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贡献率 ／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累积贡献率 ／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贡献率 ／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累积贡献率 ／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１ ２．８６２２９ ４３．６９０１ ４３．６９０１ ５ ０．５３４９１ ８．１６４８ ８４．７３９８

２ ０．９１２７５ １３．９３２２ ５７．６２２３ ６ ０．４１７１５ ６．３６７５ ９１．１０７２

３ ０．６２９７２ ９．６１２１ ６７．２３４４ ７ ０．３５２４９ ５．３８０４ ９６．４８７６

４ ０．６１１９４ ９．３４０６ ７６．５７５０ ８ ０．２３０１１ ３．５１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１１　 ２４ 期 　 　 　 阳慧园　 等：面向生态协同的湾区城市群生态与城镇网络格局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６　 主成分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主成分 Ｍａｉｎ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０．４５４６３ ０．０８７１４ ０．８０１０８ ０．１９０５８ －０．１４７７６ ０．１９２２４ －０．２１７０４ －０．０４１９９ ０．４４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４０４５１ ０．１９３９６ ０．１０１２ ０．５４９２ ０．３９７７１ ０．１７３４ ０．０７３９２ －０．５４１４６ ０．０９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０．４１３１７ ０．０８７７６ ０．１９５１２ ０．３０９５１ ０．１４９６３ ０．０５７１１ －０．０４６７２ ０．８１２３３ ０．０４

距水源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０．３５５１ ０．７６０１ ０．１４４ －０．４０８６ －０．３１６６１ ０．００４０３ －０．０３０２８ －０．０８５３４ ０．１４

距铁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３０８４５ ０．３９６９ －０．１１５５１ ０．２６２０５ ０．２１５５４ －０．７５５５０ －０．２１５０１ ０．０４２９６ ０．０６

距高速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ａｙ ０．３２０５８ ０．３４３４２ －０．５１９３４ ０．２６９４２ －０．１１０４４ ０．５５２２７ －０．３２７９３ ０．１１０７ ０．１０

距国道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０．２９４２７ ０．２３９８ ０．０６６８２ －０．４０００８ ０．７３３８７ ０．２３１３６ ０．２８９０７ ０．１２５３３ ０．０８

距省道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０．２１９９ ０．１９０６８ －０．０４１１４ ０．３１３０３ －０．３１６４５ －０．０１９６５ ０．８４０８３ ０．０８９８９ ０．０５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单因子阻力面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生态廊道包括生物迁徙廊道和河流廊道。 河流廊道从全国 １—５ 级河流空间分布数据集中提取，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提取水系中心线，划分一、二级水系廊道，根据《粤港澳大湾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年）》提出的对于廊道的选择原则以及水系实际情况，宽度分别设置为 １０００ ｍ、５００ ｍ。 ＭＣＲ 模型用于描

述和预测物体或个体在空间中运动的模型，常用于研究动物迁徙。 可以根据其提取生物迁徙廊道，公式如下：

４５０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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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Ｒ ｉ( ) （２）

式中，ＭＣＲ 是指生态源 ｊ 通过所有单元的最小累积阻力值：ｆ 表示 ＭＣＲ 与 Ｄｉｊ和 Ｒ 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Ｄｉｊ为生

态源从 ｊ 穿过景观表面 ｉ 的空间距离；Ｒ ｉ为景观表面 ｉ 对物种迁徙产生的阻力。
重力模型能够定量评估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可以描述生态廊道的有效性和连接斑块的重要

性。 通过重力模型［３２］，筛选斑块引力强度≥８００ 的一级重要廊道、以及引力强度在 ０—８００ 之间的二级一般廊

道，按自然断点法分为宽度 ６００ ｍ、１００ ｍ［３３—３４］。
２．２　 城镇网络格局构建

城镇网络格局主要由经济社会源地、交通廊道和生态干扰点组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城市建成区经济

活动集中、人口集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构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经济源地。 首先，基于对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建成区特点的分析，以及对区域内重要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匹配考量，选取土地利用类型中

的人造地表，识别面积大于 １ｋｍ２ 的斑块作为经济社会源地，确保每一地市、区县都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源

地［３５］。 其次，交通廊道从研究区的道路系统中提取，参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标准和相关文献，将铁

路、高速、国道设为一级交通廊道，宽度设置为 １５０ｍ，省道设为二级交通廊道，宽度设置为 １２０ｍ［３６］。 交通廊

道作为城市间经济要素流通的载体外，还阻隔了生态源地连通性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最后，选取交通廊道

与生态廊道的交汇处作为生态干扰点，共同构建形成城镇网络格局。
２．３　 生态节点提取和双网络格局空间关系识别

生态节点包括生态关键点和生态干扰点。 生态关键点是源地连接的重要“踏脚石”，在生物迁徙、扩散过

程中起到关键作用［３７］。 选取生态廊道中生物迁徙廊道与河流廊道、生物迁徙廊道与核心生态源点的交汇处

作为生态关键点［３５］，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软件中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 和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工具进行提取和可视化，并统计生态

关键点的数量。 生态干扰点通常指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生态过程、生态功能受到负面影响的特定节点。 选取生

态廊道与交通廊道的交汇处作为生态干扰点，使用相同的工具包进行提取和可视化，并统计其数量。 选取生

态廊道占经济社会源地面积比和交通廊道占生态源地面积比，用于识别交通廊道对生态源地的干扰及经济社

会源地占用生态廊道等状况等。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源地与经济社会源地的识别

根据 ＭＳＰＡ 分析结果显示，在核心区要素内，林地、耕地和草地在网络结构要素占比上更为突出，占各自

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９２．２０％、６８．１２％和 ８０．９８％。 在孤岛要素内，它们的孤岛总面积占比不到 ２％，表明林地、
耕地和草地具有较好的完整性，适合作为生态斑块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核心区景观指数结果显示（表 ７），林地和耕地的 ＬＰＩ 指数较高，表明林地和耕地具有较高的景观优

势度。 相反，草地的 ＰＤ 和 ＬＳＩ 指数均高于耕地和林地，表明草地斑块更为破碎化，斑块边缘更为复杂，容易

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的影响。 因此，将耕地和林地选定为进一步分析的核心生态斑块。

表 ７　 ２０２０ 年景观格局指数结果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２０

类别 Ｔｙｐｅ 面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ＰＤ（个 ／ ｋｍ２） ＥＤ（ｍ ／ ｋｍ２） ＬＰＩ ／ ％ ＬＳＩ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１０８１６６２．８４ ０．２０ ８．４０ ０．３１ ２７７．６４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７１１８７５．４１ ０．５１ １４．７２ ５．７４ ３０７．１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０６４６９．１７ １．９５ ９．９６ ０．０１ ６１８．０７

最后，根据斑块重要指数 ｄＰＣ 计算结果，叠合自然保护区边界数，整理得到 ３０ 个生态源地，总面积为

２１２０５．０ ｋｍ２。 其中，最大的斑块面积为 ７７４２．９３ ｋｍ２，是西北部的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最小的斑块面积为 ２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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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是肇庆燕岩地质地貌省级自然保护区（表 ８）。 生态源地分布格局表明，中部核心地带生态源地分布稀

少，包括广州南部、佛山和东莞；而西北部的肇庆、广州北部、惠州东部北部和江门的生态源地分布较多。

表 ８　 ２０２０ 年生态斑块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８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序号
Ｎｏ．

斑块面积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地和生境质量高的斑块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ｔｃｈｅｓ

斑块重要指数
ｄＰＣ

１ ７７４２．９３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封开山国家地质公园、竹海国家森林公园、肇庆大稠顶省级自然
保护区、肇庆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

６４．７６

２ ２３７２．７８ 惠州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龙门杨坑洞市级自然保护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流溪河国家
森林公园、从化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４．２５

３ ２１２８．５３ 惠东白马山县级自然保护区、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惠州惠东坪天嶂市级自然保
护区、广东梁化国家森林公园、惠州古田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３．４３

４ １０５０．８３ 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浮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增城区蕉石岭森林公园 ６．４２

５ ８７９．７３ 广东恩平七星坑省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恩平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恩平君子山县级
自然保护区、广东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

６．８４

６ ６５０．２９ 台山大隆洞湿地公园、广东响水龙潭森林公园 ５．４１

７ ５５０．７０ 佛山云勇省级森林公园、广东云乡森林公园、鹤山皂幕山森林公园 １４．２０

８ ５４４．８３ 香港大帽山郊野公园、马鞍山郊野公园、西贡东郊野公园、广东梧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 ２．３６

９ ５１２．４３ 广东江门古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北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４．１０

１０ ４０２．６８ 广东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 ３．０５

１１ ３９８．８０ 佛山高明香山区级森林公园 ３．１８

１２ ３７６．８４ 肇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８７

１３ ３６３．３２ 桂冲顶、腾四顶、园珠顶、山顶寨、果芒冲、万花顶 ２．７６

１４ ２９９．７５ 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１

１５ ２９５．６６ 龟头岭、大古岭、尖峰顶 １．８４

１６ ２９３．０３ 金宝山、牧人山、挂灯山 ２．２７

１７ ２７６．７８ 广州市白水山森林公园 １．７７

１８ ２５７．５１ 广东王子山森林公园、广州市高百丈森林公园、广州市九龙潭森林公园、广州从化风云岭区
级森林公园

２３．３９

１９ ２５５．８６ 长旗岭、百足山、马山 ２．４０

２０ ２１９．８７ 东莞银瓶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惠州惠阳白云嶂县级自然保护区 ５．４４

２１ ２１１．０６ 惠州惠阳亚公顶市级森林公园 １．４１

２２ ２０９．４５ 中山长江库区水源林市级自然保护区、广东中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９

２３ １８１．７２ 广州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广州黄埔天鹿湖省级森林公园、广州黄埔金坑市级森林公园 １．２２

２４ １７１．８７ 惠州惠阳黄巢嶂县级自然保护区、惠州惠阳叶挺市级森林公园 ３．７８

２５ １６３．９３ 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２３

２６ １４８．１６ 肇庆西江烂柯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１３

２７ ２９．５４ 肇庆燕岩地质地貌省级自然保护区 ０．２３

２８ ４９．４７ 佛山三水大南山县级森林公园 ３．９８

２９ １０６．８６ 肇庆四会皇帝岭县级森林公园 ５．５５

３０ ５９．７８ 东莞宝山省级森林公园 ４．１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２０４．９９ — —

经济社会源地共识别出 ４２２ 个，总面积 ７６２９．３５ ｋｍ２。 其中人类生产生活较为频繁的城镇区域分别是广

州、佛山、东莞、深圳等；面积均大于 ９００ ｋｍ２（表 ９）。 经济社会源地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集聚特征，主要集中

在广州南部、佛山、深圳、东莞、中山北部，少数分布于惠州西北部、广州东部、佛山与肇庆交接区域、江门中部、
珠海、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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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０ 年生态源地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２０

表 ９　 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经济社会源地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２０

序号
Ｎｏ．

城市
Ｃｉｔ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序号
Ｎｏ．

城市
Ｃｉｔ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１ 广州市 １５６２．５０ 白云区 ２７７．７０ ５ 惠州市 ７５６．８０ 博罗县 ２５４．３０
从化区 ２３１．３０ 惠城区 ２２９．８０
番禺区 ２２２．４０ 惠东县 １７８．７０
海珠区 １９１．６０ 惠阳区 ６９．００
花都区 １７４．６０ 龙门县 ２５．００
黄浦区 １５２．１０ ６ 东莞市 １１４４．９８ 东莞市 １１４４．９８
荔湾区 ９６．０９ ７ 中山市 ５９９．８０ 中山市 ５９９．８０
南沙区 ７１．７０ ８ 江门市 ５３４．５０ 恩平市 １１７．７０
天河区 ６２．９０ 鹤山市 １１７．００
越秀区 ５４．８０ 江海区 １０１．４０
增城区 ２７．３４ 开平市 ６７．００

２ 深圳市 ９３５．２２ 宝安区 ４２３．５０ 蓬江区 ４７．６０
福田区 ３１４．５０ 台山市 ４４．３０
龙岗区 ９８．８０ 新会区 ３９．５０
罗湖区 ４８．９８ ９ 肇庆市 ３０４．６２ 德庆县 ７７．９０
南山区 ３０．８４ 鼎湖区 ７２．９０
盐田区 １８．６０ 端州区 ５３．０２

３ 珠海市 ２９３．１０ 斗门区 １３５．３０ 封开县 ４０．４０
香洲区 ９８．９０ 高要区 ２０．２０
金湾区 ５８．９０ 广宁县 １６．００

４ 佛山市 １２８７．５０ 禅城区 ５４６．８０ 怀集县 １５．３０
高明区 ４０３．６０ 四会市 ８．９０
南海区 １４３．３０ １０ 香港特区 １９０．３０ 香港特区 １９０．３０
三水区 １１６．６０ １１ 澳门特区 ２０．００ 澳门特区 ２０．００
顺德区 ７７．２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６２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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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２０ 年经济社会源地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２０

３．２　 生态廊道与交通廊道的提取

生态廊道包括生物迁徙廊道和河流廊道。 ２０２０ 年生物迁徙廊道中，通过引力强度分段提取、去除重叠和

经过 ２ 个以上生态源点（生态源地的斑块中心点）的路径等过程，得到引力强度＞８００ 的一级廊道共有 ５７ 条，
引力强度在 ０—８００ 之间的二级廊道共有 ３４８ 条，生物迁徙廊道共计 ４０５ 条，总面积 ４３１０． ５６ ｋｍ２，长度

２１４５８．８５ ｋｍ（图 ５）。 一级廊道形成的生态环线分布于研究区外围，起到连接主要生态源地的作用；而研究区

中部缺少重要生态源地和一级廊道。 ２０２０ 年河流廊道的总面积为 ４１９６．４２ ｋｍ２，长度为 ３２２４ ｋｍ（表 １０，图
５）。 其中，一级河流廊道位于珠江流域，包括东江、西江、北江等，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拥有国家级重点保护

的动植物，如黑脸琵鹭、白鹭等，承担着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功能；二级河流廊道主要为西江支流贺江、新兴

江；东江支流秋香江、西枝江；北江支流绥江等，具有辅助一级廊道减少沉积物、联通城市内河功能。

表 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三种廊道不同等级的面积及长度表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２０００

廊道类型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ｔｙｐｅ

等级
Ｇｒａｄｅ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 ｋｍ
廊道类型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ｔｙｐｅ

等级
Ｇｒａｄｅ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 ｋｍ

生态廊道（河流） 一级 ２２２０．５１ １２０８．２５ 交通廊道 一级 ３８３３．１０ ２５２４０．５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Ｒｉｖｅｒ） 二级 １９７５．９１ ２０１５．７５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二级 ７２９．０１ ５４３９．２６

合计 ４１９６．４２ ３２２４．００ 合计 ４５６２．１１ ３０６７９．８１

生态廊道（生物迁徙） 一级 ２８１０．９８ ２６５９．５９ 三种廊道合计 １３０６９．０９ ５５３６２．６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二级 １４９９．５８ １８７９９．２６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合计 ４３１０．５６ ２１４５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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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廊道总面积为 ４５６２．１１ ｋｍ２，长度达到 ３０６７９．８１ ｋｍ（图 ５）。 空间分布以广州、佛山、深圳、澳门、香港

等城市为核心，点状式向外辐射，联动粤西、粤东两翼道路发展。 将生态廊道和交通廊道叠加得到综合廊道

（图 ５），交通廊道的长度和面积大于生物迁徙廊道和河流廊道，并有较多的重叠区域，反映出研究区在快速城

市化的过程中，导致核心生态源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频繁，生境斑块破碎化严重，阻碍生态要素的流动。

图 ５　 ２０２０ 年生态廊道、交通廊道和综合廊道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２０２０

３．３　 两类生态节点的数量及空间分布特征

两类节点的数量在数量和空间分布上呈现明显差异性。 ２０２０ 年，生态关键点共有 １０１１ 个，其中二级生

物迁徙廊道与一、二级河流廊道、核心生态源点形成的生态关键点数量较多，数量分别为 ３３１、３８９、１７４ 个；生
态关键点分布则集中在珠江下游入海口、西江流域上下游区域（图 ６）。 生态干扰点共有 ７５２７ 个，其中二级生

物迁徙廊道与一级交通廊道形成的生态干扰点较多，数量为 ４８８３ 个；而生态干扰点则广泛分布于北部和珠江

东岸，表明此区域生态网络受到的人类活动干扰更明显（图 ６）。 生态干扰点是生态关键点的 ７ 倍，反映出表

明研究区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大，影响生态空间整体稳定性。
３．４　 生态与城镇网络格局的空间关系与干扰识别

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生态网络格局与城镇网络格局空间特征不同，其中生态网络格局呈外环形屏障分布，城
镇网络格局呈现向内核区域聚集，核心城市的生态破碎度较高（图 ７）。 不同城市的生态网络格局特征差异性

明显。 其中，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香港和澳门的生态源地面积占区域生态源地总面积的比例较低，均
低于 ５％，视为生态源地强需求区；广州、江门的生态源地占比均不超过 ２０％，视为生态源地中需求区；肇庆、
惠州城市生态源地占比较高，分别为 ４４．２６％和 ２５．５５％，城市生态空间本底、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较好，
视为生态源地弱需求区。 此外，广州、佛山、东莞、深圳四个城市的经济社会源地面积占区域经济社会源地总

面积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２０．５０％，１６．９０％、１５．００％和 １２．３０％，表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较大，生态源地和生态格

局受到人工设施的影响可能性较高（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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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２０ 年两种生态节点的核密度图和数量热力图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ｍａｐ ｏｆ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０

图 ７　 ２０２０ 年生态网络格局和城镇网络格局

Ｆｉｇ．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２０

选取生态廊道相交部分占社会经济源地面积的比例、交通廊道相交部分占生态源地面积的比例分别反映

对生态网络格局的干扰程度。 结果显示，香港、东莞、深圳等城市的生态源地受交通廊道的干扰较大，比例分

别为 １８．４％、１８．２％和 １５．７％，说明城市内部破碎化严重，需要控制城市内部交通网络的无序扩散。 广州、肇
庆、江门、佛山、惠州、东莞等城市的经济社会源地与生态廊道相交部分面积比例较大，均超过 １４％，需要增强

对生态廊道的保护（图 ８）。 综上，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均受到城镇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干扰，影响生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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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发展之间的协同平衡发展。

图 ８　 ２０２０ 年生态与城镇网络格局的空间关系与干扰识别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２０２０

３．５　 生态协同模式构建

基于双网络格局空间特征和干扰状况，依据区域不同的生态用地类型，将研究区的生态协同划分为源地、
流域和滨海生态协同三种类型。 其中，源地生态协同带依托外围生态源地的环状区域森林连接而成。 不仅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屏障作用，同时也作为纽带桥梁，将北部岭南国家公园生态供给输送

至内核城市群，为其提供生态和物质支撑。 流域生态协同带是依托西江、东江、珠江流域，统筹联动上下游生

态保护和修复需求，建立流域生态收益分享机制等，形成以河流生态廊道连接形成的生态协同类型。 滨海生

态协同依托滨海湿地和水鸟生态廊道，推动珠三角、香港、澳门三地开展区域生态协同，包括目前已经先行先

试的协同保护修复深圳湾红树林湿地，以及协同构建黑脸琵鹭珍稀水鸟迁徙廊道等。 三类生态协同带是广东

“一核一带一区”新发展格局体系的具体体现（图 ９）。
基于三种研究区生态协同类型，构建城市群生态协同模式框架。 首先，从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区角度出

发，根据不同城市的生态源地需求差异，划分为高、中、低需求区。 其次，针对关键点和干扰点，建立跨区域动

态监测、协同保护和修复区域，提高城市内部小型斑块的生境质量，管控人类活动对生物栖息地的干扰。 第

三，增加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的连通性。 在交通廊道两侧增加绿色屏障，利用绿道缓解道路对于物种迁徙造

成的隔离效应，在关键节点设立涵洞、高架桥等生物通道。 针对已经受到干扰的廊道，通过增加线性城市绿色

空间、湿地水域等方式，促进城市间的跨区域生态要素的互联互通（图 １０）。

４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 ＭＳＰＡ、景观格局指数和景观连通性筛选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斑块，结合自然保护区数据，识别

生态源地。 相对于直接选取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斑块，或仅通过 ＭＳＰＡ 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等单个方法识别生

态源地，这种方法更科学严谨。 通过空间主成分分析赋值阻力因子，提供了比主观赋值更科学的方法。 建立

生态网络和城镇网络格局，分析它们的空间相关性和干扰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城镇化对生态空间的影响。
基于研究结果开展讨论和提出建议如下：

（１）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格局其他研究及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对比。 截至 ２０２０ 年，粤港澳

大湾区的各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２８４０８．８ｋｍ２ ［３８］，本研究识别得到的生态源地面积为 ２１２０５．０ ｋｍ２，约占研究

区面积的 ３８％，与相同区域生态网络构建研究相比，总体相对较少。 主要原因是在源地识别方面，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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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２０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协同带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０

图 １０　 湾区城市群生态协同模式框架图

Ｆｉｇ．１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了自然生境破碎程度及斑块间的景观连通性，并将其纳入识别条件对生态源地进行了多重筛选，识别出具有

核心价值的源地斑块。 而其他研究由于构建生态网络并非主要研究目的，因此源地筛选条件较为宽泛［３８—３９］。
与《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４０］相比，本文构建的三种区域生态协同类型源地、流域和滨海生态协同，
与规划中提出的主要修复任务相契合。 源地生态协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外围丘陵浅山生态屏障保护和修复区

域基本保持一致，覆盖了天露山、鼎湖山、三桂山⁃笔架山、南昆山⁃罗浮山、莲花山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单元。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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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协同，与规划中提出的保护修复重点流域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任务相一致，覆盖了西江、东江、
珠江三角洲网河区等 ３ 个生态修复单元，统筹联动上下游生态保护和修复需求。 滨海协同则与规划中提出的

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保护和修复任务相一致，覆盖了珠江河口、大亚湾⁃大鹏湾、雷州半岛滨海湿地等 １５ 个生态

保护和修复单元，统筹推进河口、海湾、海岛海岸带修复。 提出的三个生态协同类型与规划中的修复任务进行

对比验证，提升了可靠度。
（２）湾区城市群跨区域生态协同重点区域识别。 本研究构建的双网络格局中交汇所得到的生态干扰点

共 ７５２７ 个，核心城市间的交汇处存在明显的空间交叉关系，主要原因是核心城市内部道路网络密集、景观破

碎度高，城市间物质交流频繁，增加了行政区交界处的生态压力。 应将生态干扰点密集区域作为重点修复区

和地方政府调控和治理对象。 其他城市群研究得到相似的结论，Ｄａｉ 等［６］，将城市群生态景观格局与产业格

局的交叉点，设置为生态经济战略节点，作为地方政府跨区域治理重要对象；Ｚｈａｉ 等［４１］ 识别生态夹点多集中

于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替代性较弱，建议将夹点区纳入生态圈优先保护区。
（３）湾区城市群跨区域生态协同的建议。 （１）机制协同。 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拓宽跨域合作

渠道，推进构建跨区域生态协同机制。 鼓励有条件的都市圈建立统一的湾区海岸带规划及管理委员会，推进

跨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互联互通，实现生态协同治理。 （２）责任协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不同，应以“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结合各地的人口经济环境禀赋，探讨厘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现

利益责任的协同。 （３）政策协同。 综合运用协同优化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协议、国土空间规划、环境标准、绿
色金融税收等政策体系，培育互认互通的生态产品市场和建立跨地区生态收益分享机制等。

５　 结论

本研究从湾区城市群双网络格局构建及生态协同策略等关键科学问题出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构建

了湾区城市群区域生态与城镇双网络格局，并通过耦合“节点、廊道、源地、网络”四类空间要素，阐明了湾区

城市群区域双网络格局的空间关系与干扰特征。 本研究共提取生态源地 ３０ 个，总面积 ２１２０５．０ ｋｍ２；经济社

会源地 ４２２ 个，总面积 ７６２９．３５ ｋｍ２；生态廊道、交通廊道总面积分别为 ８５０６．９８ ｋｍ２和 ４５６２．１１ ｋｍ２，共同构成

了外环形生态屏障和城镇发展内循环网络。 识别出生态关键点 １０１１ 个、生态干扰点 ７５２７ 个，对其进行针对

性修复和保护可显著改善生态连通性。 识别研究区具有源地协同、流域协同和滨海协同等三种生态协同类

型，并提出了构建城市群跨区域生态协同模式框架。 未来应围绕机制、责任和政策等方面，实现湾区城市群跨

区域生态协同，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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